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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sys5105187][bookmark: PePindex5]摘要：鉴于传统的创新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环境差异巨大的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为更为全面和细致地考察中国企业创新的竞争优势，基于企业战略“三角观”（资源观、制度观和行业观）理论，使用2007－2019年国泰安数据库的中国企业相关数据，运用Tobit面板模型，分析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内部能力与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效应，以及技术前沿距离与内部能力、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三重交互效应。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政府支持弥补了转型过程中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基础设施不足的不利影响，也有利于企业创新；企业内部能力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但削弱了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技术前沿距离放大了内部能力、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且降低了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新发展时期的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提升企业内部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将政府角色由原来的经济干预者向秩序维护者转换，以适应中国技术进步新阶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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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Strategy Tripod Perspective Theory
[bookmark: PePindex11]Liu Wei
(Business School, Yun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unming 650221, China)

Abstract: Given that traditional innovation theories are powerless to expla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firms in widely vary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nd meticulously examin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Chinese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strategy tripod perspective theory of enterprises (resource view, institutional view, and industry view), use data such as CSMAR and others from 2007 to 2019, and using the Tobit panel model,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internal cap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s well as the triple interaction effect among technological frontier distance, internal capability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PR enforcement has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Government support compensates for the adverse impact of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fac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s also conducive to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internal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improv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PR enforcement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weakens the positive effect of government suppor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distance of technological frontier amplifies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capacity, government support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reduc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capacity, IPR enforcement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refore, in the new era of development, while strengthening IPR enforcement and enhancing internal capabilities of enterprises, China also needs to shift its government role from being an economic interventionist to an order maintainer, so as to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stage of China'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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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根据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

1   研究背景【作为前言或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不分段落。若要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以及研究方案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西方传统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内部能力与外部制度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内部能力是技术创新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外部制度环境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1]。而中国企业通常被认为缺乏内部能力[2]；且由于制度缺位或制度低质量等原因，中国企业所处制度环境并不合意，所以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必然受到较大限制[3]。然而，《2012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补标引著录此指标文献。注意不能以增加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和《2020年世界发展指标》【补标引著录此指标文献。注意不能以增加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数据显示，中国2011年申请的专利数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专利申请数最多的国家[4]；中国2019年的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PCT）专利申请数也超过了美国，从而成为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最大的国家[5]。尽管单纯从专利数量上进行简单比较还存在争议，但西方先进国家原来在技术创新方面对中国呈压倒性优势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另外，中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上位列第11名，连续多年仍然是排名前30位里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6]【补标引著录此指标相关权威原始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以增加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中国一些头部创新企业也有不错的表现，如自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2014年上榜“科睿唯安全球创新百强”名单以来，比亚迪集团、联想集团、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和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也陆续进入该排行榜名单。这说明中国企业在缺乏内部能力和合意制度环境的情况下仍然具有较高的创新绩效。
在西方传统理论视野下，企业内部能力是企业创新竞争优势的动力源泉，按照这种理论解释，企业将研发职能聚集在企业内部。一个理想的企业创新循环应该是这样的：创新主体首先通过投资提高企业内部能力，从而使得企业具有创新能力；新技术研发出来后被外部的知识产权法律环境严格保护，企业使用这些新技术生产新产品并推向市场，最终获得超额利润；接着再对有助于改善内部能力的工作追加更多投资，并实现新的技术突破，从而进入下一轮创新循环。在这个循环里，企业是创新的中心环节，通过组织架构的设计，研发、生产和营销各部门关系的协调，内部治理和激励的安排，掌控着创新信息和知识的分配与流转，而制度所引致的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家和社会环境被视为技术创新的外围环节，是技术创新的保障。即使后来出现了开放式创新理论范示，也仍然没有超脱出这种在西方先进国家情境下对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的惯例。这种惯例存在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内部能力是企业技术创新的决定因素，且企业可以通过投资获得内部能力；二是制度环境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且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环境是健全的，执行是有力的。
西方传统理论适合欧美先进国家企业的一般情境，但用于解释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可能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运用这些理论的研究缺乏对企业创新竞争优势在制度方面的详细分析，因为这些沿袭西方先进国家情境的企业创新研究惯例往往暗含了市场有效、机制完善的假设，而非市场的制度力量被选择性忽视；而如Brandl等[7]的一些研究虽涉及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也往往以“制度缺位”或“制度低质量”等描述轻飘地一言蔽之，缺乏深入的探讨。事实上，制度可以通过约束企业行为、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赋予企业合法性等对企业产生有力的影响，而资源基础观所推崇的核心资源如果没有制度约束下的有效配置和组合，其能否形成实际生产力是值得怀疑的。第二，这种解释忽略了中国企业不断进步及其内部能力动态变化的现实。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缺乏内部能力确实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并且由于时间压缩不经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在较短时间里发展这种能力也存在一定困难，但中国的一些创新型企业在研发投入、产品质量和新产品销售，以及专利产出和技术人才储备等内部能力的衡量指标上已经逐渐拉近与先进国家企业的距离。第三，还非常缺少将内部能力和制度两者结合起来解释企业创新的竞争优势的文献。
[bookmark: sys2762151]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企业战略“三角观”理论的资源观、制度观和行业观的分析框架，试图从更为全面和细致的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创新的竞争优势。【研究背景部分不宜展示本研究的结果结论，而应放在最后部分“结论”中】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企业内部能力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但削弱了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技术前沿距离放大了内部能力、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且降低了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认为，“先弱渐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体系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政府支持作为一种非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法律制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欠缺，也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快速提升的内部能力是中国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未来中国在逐渐逼近世界技术前沿时，只有继续提升企业内部能力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并转换和明确政府支持在企业创新中的角色和地位，才更有利于形成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全球竞争优势。区别于前人的研究，本文期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贡献：（1）从研究视角上看，国外研究主要基于西方成熟的市场和法律环境考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但这些研究并不适合于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制度环境。本文重点探讨了政府支持这一法外正式制度和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代表的法律制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单独及与其它因素的交互影响。因此，我们更全面、更深入的考察了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2）从研究内容上看，本文采用战略“三角观”理论，并使用上市公司可观测数据检验资源、行业和制度因素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结论可能更有说服力；（3）从研究工具上看，国际上通常采用技术动荡（Technological Turbulence）这一因素来表示“战略三角观”框架中行业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认为不同行业在技术动荡上存在异质性，处于技术动荡行业的企业较难提升吸收能力，从而影响其技术创新绩效。本文认为以“行业技术特点、技术淘汰率、未来技术变化预测难度和技术变革机遇”等因素衡量的“技术动荡”很难形成一个有实际观测数据的量化指标。为了尽量保证分析的客观性，本文构建了“技术前沿距离”指标来衡量“战略三角观”框架中行业竞争优势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希望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可借鉴的分析工具。
[bookmark: pindex28]2  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的提出
[bookmark: pindex29]2.1  战略“三角观”理论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取并保持长期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并越来越受到新兴经济体政府和企业各方的高度重视，但新兴经济体在一般情形下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很好地激励和保护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以资源基础观理论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理论缺乏对新兴经济体制度因素的关注，无法阐述清楚类似于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如何提升技术创新绩效。参考Su等[8]的做法，尝试使用企业战略“三角观”理论，对中国企业创新的竞争优势进行理论解释。企业战略“三角观”理论包括资源基础观、行业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3种相互联系的理论范示，即认为除了关键资源、行业竞争优势等因素之外，企业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及同构化等制度因素也制约着企业创新战略选择，从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9]。企业战略“三角观”理论很好地弥补了对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创新行为的制度解释，能够在一种更全面的系统视角下诠释企业创新的竞争优势。据此，本研究使用政府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两个指标分别表示法外制度和法律制度，以呈现制度基础观的制度因素，这可以较好地反映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双重制度环境；此外，用内部能力指代资源基础观因素，用企业技术前沿距离代表行业基础观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研究设计的逻辑和篇章结构安排不当，应先见具体研究假设才见图中的假设】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展示了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内部能力与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效应，以及技术前沿距离与内部能力、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三重交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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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pindex56]图1  理论模型
[bookmark: pindex57]2.2  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
政府支持是指政府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在企业研发方面的制度支持，包括研发项目支持、金融支持、技术及技术信息支持等。众所周知，政府支持创新最初是建立在创新资源配置市场失灵的理论基础之上。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相对完善，其自我修正机制就可以较好地解决部分创新市场失灵问题，所以发达国家将政府支持的重点放在基础研究、国防等领域，较少直接关注企业。新兴市场国家法制监管力量较为薄弱，这导致其以法律为基础的正式制度的执行不太到位，所以政府有必要通过设立和实施各种政府支持机制，以弥补以法律为基础的正式制度的不足[10]。从这个角度说，政府支持对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政府支持主要从3个方面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1）增强企业技术能力。通过制定政府主导的企业联营标准[11]，协调企业竞争、促进合作，建立科技园区，干预同外国企业的专利谈判，引导技术标准及直接的研发支持等措施来帮助企业获得技术能力[12]。（2）创造企业需求。即借助质量信号传递，提升企业产品形象和市场信誉[13]；或者通过政府采购，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企业产品市场需求[14]。（3）降低研发成本。使用政府补贴、专项贷款、税收抵免、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项目支持等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研发成本[1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府支持不仅仅是面向本土企业，也支持外国企业分支机构。创新战略与政府发展计划和理念保持一致的外国企业容易得到新兴市场东道国政府支持，这些支持有助于外国企业获取政府补贴、税收优惠、本地分销网络支持等，客观上有助于外国企业将额外资源用于投资研发活动或新产品销售[16]。
于是，可以得到以下假设：
H1：政府支持力度越大，企业创新绩效越好。
[bookmark: pindex62]2.3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
[bookmark: sys6313642]如果把政府支持看作一种法律外正式制度，则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视为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正式制度。政府支持并没有对应的惩罚规定，即企业行为与政府政策或计划不一致时也不会受到明确处罚；与此不同的是，企业若违反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则有相应的惩罚，但是该惩罚受到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影响。虽然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强度同西方先进国家差距不大，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还相对薄弱。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从以下两方面影响企业创新绩效：（1）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将鼓励创新型企业的创新活动，倒逼模仿型企业进行创新投资。基于技术外溢性的特性，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有利于保护创新投资回报而促进技术前沿企业的创新，这些企业在获得技术创新独占利润之后会进行更多的创新[17]。（2）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有利于提升一个经济体的整体创新能力，形成未来的国际竞争优势。
在某种程度上说，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当地技术进步阶段相匹配更容易推动创新。在技术追赶的早期阶段，偏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有利于技术模仿和知识积累；而在技术领先时期，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有利于技术创新。这是技术后发经济体向先进经济体转变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比如美国早期并不是知识产权的倡导者[18]，甚至是主要的违规者，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逐步建立起来的。而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也可以划分出类似的两个发展阶段[19]。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前正处于由模仿到自主创新技术进步战略拐点的政策窗口期，在未来一段时期，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将越来越有利于中国向自主创新发展阶段的整体跨越[20]。
进而，可以得出以下假设：
H2：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越严，企业创新绩效越好。
[bookmark: pindex66]2.4  内部能力与制度因素的交互效应
内部能力是指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将企业知识等创新资源转化为创新产出的能力。可以从内部能力3种典型的内涵来理解内部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1）认为内部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核心能力。如资源基础观理论认为，内部能力是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学习和沟通等能力的综合，内部能力构成核心能力，转化为核心产品，并在企业独特的商业模式中以制成品的外在形式体现出来，最终演变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21]。（2）从对知识的处理方式上将内部能力看作一种探索、开发或转化能力。如组织双元理论认为企业内部能力包括对旧知识的开发能力和对新知识的探索能力，其中开发能力的回报积极且可预测，将有利于渐进式创新，而探索能力的回报虽然不确定且耗时较长，但最终可能产生影响更为深远的颠覆式创新，所以企业在开发和探索两方面能力的发展和运用上要认真权衡[22]。还有一些学者把内部能力等同于吸收能力，即将外部知识进行识别、消化和吸收，并转化为技术创新的能力[23]。（3）从创新过程的角度把内部能力定义为企业内部研发、产品制造以及市场拓展的能力[1]。这是因为高水平的研发并不一定能够保证熊彼特式创新的完全实现，要顺利跨越技术发明与产品市场化之间的“死亡之谷”，还需要企业拥有同研发能力互补的制造和营销能力。也有学者认为内部研发是企业创新战略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所以将内部能力直接看作内部研发能力[24]。显然，内部能力越强的企业将创新资源转化为创新产出的效率越高，所以，内部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希望其创新产出在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情形下得到保护，从而通过技术独占利润回收原始创新投入，以完成其创新循环，并进入到新一轮的创新活动。因此，企业内部能力使得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紧密了。
与此同时，企业内部能力越强，意味着企业识别外部信息，获取、整合和转化外部资源的能力越强，也意味着企业研发能力及对新知识的探索能力越强，因此，企业内部能力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府支持对创新绩效的作用。这就在事实上给企业提供了两种不同的创新战略选择，即提升内部能力，或者争取政府支持。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很难“鱼和熊掌兼得”。而在很多情境下，企业要与政府建立起合法的紧密联系是比较困难的，往往需要付出高昂成本[25]，因此，企业内部能力使得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变得疏远了，这也从现实中倒逼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由原来的“经济干预者”向“秩序维护者”角色转换。
基于内部能力的重要性，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3a：内部能力削弱了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
[bookmark: sys71031]H3b：内部能力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
[bookmark: pindex72]2.5  企业技术前沿距离及三次交互效应
创新成本影响创新行为和创新模式的选择，当模仿式创新成本显著低于研发创新成本时，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很少有（或没有）激励进行研发创新，而前沿距离与创新成本紧密相关。世界技术前沿是指企业由于技术创新所形成的一种全球竞争优势；前沿距离则主要指焦点企业与技术前沿企业的技术（效率）差距[26]。当一个经济体内大部分企业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较远时，由于可选择的技术多、模仿代价低，所以自主研发创新的成本相对较高，政府采用鼓励投资和技术引进、限制产品竞争的战略，这种战略短期可能是有益的，但长期来看是不利于企业创新的，也很难向世界技术前沿靠拢。就企业来说，在距离技术前沿较远时，由于提高以研发为主的内部能力的成本较高，所以较多采用有利于引进、吸收技术的垂直整合战略和模仿式创新战略；而距离前沿较近时，企业便倾向于采用研发投资的创新战略[27]。总之，距离技术前沿较远时，由于技术方向确定及知识外溢效应等后发优势的存在，经济体企业的整体创新绩效较高；相反，距离技术前沿较近，乃至自己本身就是技术前沿时，较低的创新绩效将成为一种常态[20]。所以技术前沿距离与企业创新绩效呈反向关系。
企业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近，表示其存量知识与世界技术前沿先进知识的断层越小，相似性、关联性也更高，企业利用其内部能力识别、吸收、利用和开发先进知识的可能性更高、成本更低[28]，此时，企业内部能力对政府支持的替代作用更大。企业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较近时，内部能力需要在基于先进知识开发新知识方面发挥作用，企业技术创新主要依靠国内企业知识流动和知识外溢网络推动，政府的主要作用已由直接支持企业创新向为企业提供一个不受限制、鼓励创新的外部环境转换[29]。从这个角度说，技术前沿距离使得内部能力、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负向关系更加明显了。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企业技术创新必须遵守的范式，即企业技术创新要么避开已有的专利，要么选择缴纳专利许可费，这两种选择都会加大企业创新的难度和成本，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对技术创新形成了障碍。当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也有利于保护先进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导致了经济体在不同的技术发展阶段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采取了不同的态度[19]。经济体距离技术前沿越近，自主创新已逐渐成为其企业创新战略的主流模式，出于自身利益的诉求，必然要求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越严。可以认为，技术前沿距离部分替代了内部能力在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情境下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
基于技术前沿距离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出如下两个假设：
H4a：技术前沿距离放大了内部能力、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负向关系。
[bookmark: sys78038]H4b：技术前沿距离削弱了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
综上，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展示了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内部能力与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效应，以及技术前沿距离与内部能力、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三重交互效应。
企业创新绩效
政府支持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内部
能力
技术前沿距离
H1+
H2+
H3a-
H3b+
H4a+
H4b-

图1  研究理论模型

[bookmark: pindex79]3  数据与方法
[bookmark: pindex80]3.1  数据与变量
由于自2007年1月1日起中国的上市公司开始执行的新会计准则对研发投入的会计处理规则有较大差异，导致2007年前后的研发投入数据缺少可比性，又因为自2019年以来，新冠疫情对企业运营的非正常冲击，所以选择2007－2019年为样本区间。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中国A股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财务指标分析、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等数据库。此外，企业申请专利数和获得专利数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CNRDS）数据；研发投入和政府补助数据是使用爬虫手段从同花顺数据中心以及对应上市公司的财务年报中补充获取。将以上这些数据与国泰安数据库进行匹配合并，并按照以下方法对合并后的数据进行预处理：考虑到金融行业财务报表的要求与非金融企业差异较大，难以进行比较分析，删除了金融、保险、证券及投资类的上市公司；另外，还删除了因变量数据缺失或空白的样本，以及已退市或被特别处理的ST、*ST和PT上市公司。然后按照Cai等[30]的做法，删除了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或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以及当期折旧大于累计折旧等不符合通用会计准则（GAAP）的样本，并将连续变量极端值的上下1%进行缩尾处理之后，最后得到了3 427家企业共29 408个观测值的数据。主要变量设置如下（见表1）：
[bookmark: PePindex129][bookmark: pindex129]（1）因变量。采用对数化的“当年获批专利总数+1”来衡量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其中，对数化可以保证变量取值的正态性，变量值加1再对数化是为了尽量保证对数化正常进行和对数化后取值的非负性。此外，由于专利审查制度对专利数有影响，比如专利审查机构的效率和偏好可能导致专利申请迟滞或程序性失败，故参考Hong等[31]的做法，使用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绩效的替代指标用于后面的稳健性分析，该指标也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bookmark: pindex131]（2）自变量。1）政府支持代表了法律外正式制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研究注意到，由地方政府的税收自由裁量权给企业所带来的税收优惠是直接的，也是非常稳定的政府支持，因此参考申广军等[32]界定实际税率的逻辑，使用收到的税费返还与支付的各项税费的比值代表政府的税收优惠支持，比值越高说明政府支持力度越大。2）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具体落实情况，反映了企业知识产权受到法律保护的真实程度。参考Kafouros等[24]的做法，使用当地已结案的知识产权案件数与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的比率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指标。各省份历年知识产权案件立案数和结案数从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专利执法统计”专栏和各年份《中国知识产权年鉴》手工统计得到。3）内部能力代表了企业吸收和转化创新资源的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着重要影响。本研究认同Kafouros等[24]认为企业内部研发能力是企业内部能力关键的观点，使用企业内部研发强度，即“研发投入/营业收入”来代表企业的内部能力。4）前沿距离有多种衡量方法，如基于专利质量差距的专利衡量法和使用生产率差距的效率衡量法，但由于对可观测数据的选择和技术类型都高度敏感，专利质量的衡量存在广泛分歧[33]，所以，选择基于效率的衡量方法计算企业在其所属行业的技术位置（即前沿距离），并以美国代表世界技术前沿。具体测算方法参考Brandt等[34]的做法，首先用企业增加值除以员工人数计算出各企业的人均企业增加值，并以人均企业增加值代表企业劳动生产率，其中企业增加值包括劳动者薪酬（员工工资、福利、津贴和补贴等）、企业税金（营业税、增殖税和管理费用中的税金等）、利润和资产折旧（指当年折旧）；其次，从美国经济分析局官方网站获取美国2007－2019年行业增加值和行业就业人数，两者相除可计算出美国分行业的人均增加值，并按照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出的年均人民币/美元汇率，换算为人民币计价的美国分行业的人均增加值；最后，用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除以该企业对应的美国行业人均增加值，即劳动生产率，即可得到企业的技术前沿距离。显然，指标技术前沿距离为大于零的正数，取值越接近于1表示企业越接近世界技术前沿，若大于1则表示已经超过世界先进技术水平。
[bookmark: pindex136]（3）控制变量。1）企业年龄表示企业成立或重组以来的年数。不同年龄企业通过专利来提高声誉的动机存在差异，从而有不同的申请专利意愿[35]，因此采纳“数据观测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或重组年份+1”来衡量企业年龄。2）企业规模对创新绩效有较大的影响，如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多的创新资源，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其研发投入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也倾向于变大，从而具有一定的规模优势[36]，因采用对数化的“企业总资产+1”来表示企业规模。3）企业价值与企业知识资产密切相关，市场价值较高的企业将拥有较多的知识资产【？】，从而具有较高的创新绩效，因此参考Aghion等[37]的做法，使用托宾Q值作为上市公司市场价值的替代变量。4）多元化经营客观上会形成企业主营和非主营业务在融资、运营成本和研发投入等多方面的博弈，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效率[38]，因此构造了虚拟变量企业多元化经营，将行业属性跨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两个及以上行业的企业界定为多元化经营，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5）除此之外，还控制了企业的行业和地区固定效应。其中，若企业属于某一行业门类，则行业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若企业属于某一区域，则区域虚拟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bookmark: pindex83][bookmark: PePindex83]表1  变量及其测量方式
	名称及类别
	变量符号
	测量方式

	因变量
	
	

	创新绩效
	Innovation
	取对数（1+当年获批专利数）；取对数（1+当年申请专利数）

	自变量
	
	

	政府支持
	Gsup
	企业收到的税费返还/支付的各项税费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IPRenf
	当地已结案的知识产权案件数/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 

	内部能力
	Icap
	企业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技术前沿距离
	TechD
	企业劳动生产率/对应的美国行业劳动生产率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取对数（企业总资产+1）

	企业年龄
	Age
	数据观测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或重组年份+1

	企业市场价值
	Tobin Q
	取对数（企业托宾Q值+1）

	企业多元化经营
	Diversif
	虚拟变量，界定为多元化经营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行业
	Industry
	虚拟变量，属于界定的某一行业门类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地区
	Region
	虚拟变量，属于传统的营销七大区之一，即西北、西南、华北、华南、华东、华东和东北，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表2显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为了直观地展示各变量的经济含义，同时也为了与后面的模型设定保持一致，表2中的均值与方差对应的是各变量原始值的统计情况，皮尔逊相关系数则是对相应变量极端值进行了上下1%缩尾处理之后对数化的结果。【表中已清晰表现的内容无须再用文字简单赘述】如表2所示，除了申请专利数和获得专利数之外，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小于0.5，同时企业平均申请专利约21个，平均获得专利接近15个。企业“收到的税费返还”平均约占“支付的各项税费”的31.9%，显示出较强的政府支持力度。企业所在地“已结案的知识产权案件累积数”与“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累积数”平均比率的约为89.9%。企业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的平均值约为4.3%。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平均约占对应的美国行业劳动生产率的47.8%。这里的数值较高其中可能是因为样本企业是经过筛选的业绩较好的、可以代表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较高水平的上市公司，因此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内部能力的均值较高。企业资产平均值为108.28亿元，平均成立时间约为17年。大约有35.9%的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
【表2中：注意短横线非负数符号】
[bookmark: PePindex168][bookmark: pindex168]表2  变量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获得专利数/件
	14.762
	41.167
	1.000
	
	
	
	
	
	
	
	
	

	2.申请专利数/件）
	20.536
	56.715
	0.877***
	1.000
	
	
	
	
	
	
	
	

	3.政府支持
	0.319
	0.711
	0.151***
	0.144***
	1.000
	
	
	
	
	
	
	

	4.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0.899
	0.275
	0.045***
	0.045***
	0.048***
	1.000
	
	
	
	
	
	

	5.内部能力
	0.043
	0.043
	0.160***
	0.192***
	0.095***
	0.050***
	1.000
	
	
	
	
	

	6.技术前沿距离
	0.478
	0.378
	0.041***
	0.041***
	−0.011*
	0.113***
	0.088***
	1.000
	
	
	
	

	7.企业规模/千万元
	1 082.820
	2 718.460
	0.117***
	0.108***
	−0.070***
	0.086***
	−0.269***
	0.173***
	1.000
	
	
	

	8.企业年龄/年
	17.141
	5.608
	−0.075***
	−0.080***
	0.003
	0.180***
	−0.112***
	0.092***
	0.185***
	1.000
	
	

	9.企业市场价值
	1.047
	0.323
	−0.036***
	−0.035***
	−0.013**
	0.035***
	0.257***
	0.041***
	−0.475***
	−0.017***
	1.000
	

	10.企业多元化经营
	0.359
	0.480
	−0.222***
	−0.243***
	−0.015**
	−0.019***
	−0.098***
	0.024***
	−0.020***
	0.097***
	0.022***
	1.000


[bookmark: PePindex301]注： * 代表P < 0.1, ** 代表P < 0.05, *** 代表P < 0.01。下同。

[bookmark: pindex143]3.2  模型设定
使用专利获批数或专利申请数指标衡量的企业创新绩效实际上是一种受限因变量，最小值是零，只有当企业当年申请了专利，或者获批了专利，才能观测到这些企业创新信息。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企业技术创新都申请了专利，企业一般仅对可编码化的技术申请专利保护，非编码化的、诀窍类的技术由于无法专利化或者存在自然的模仿滞差（即模仿难度大或模仿耗时长），则很少（或没有）申请专利。如果在研究过程中丢失这些无法观测到的企业创新信息，将会降低估计效率。Tobit面板模型是一种受限因变量模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信息丢失的风险，所以该方法在企业创新问题研究中应用广泛[39]。基于以上原因，选择Tobit面板模型作为探讨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工具。
不可观测的异质性是面板分析经常遇到的一个典型问题，通过加入众多的控制变量可有助于减轻这一负面影响。虽然控制变量众多，但仍然有可能因为其他的企业层面的性质差异影响到最终的估计结果，因此通用的处理方法是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这两类模型都可以应对面板数据不可观测的异质性问题。因为以下两个原因，本研究选取了面板随机效应模型：首先，由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会损失更多自由度，导致估计出来的变量系数标准差变大，所以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相比而言更有效率；其次，Tobit模型属于采用似然估计法的非线性模型，而似然估计应用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将导致估计有偏且不一致，所以，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无法应用于Tobit模型，与此对应的是面板随机效应模型不存在上述问题，故选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当然，统计检验结果也支持面板随机效应模型。
此外，为了满足残差的正态性假定，对因变量和连续型自变量做对数化处理。同时，为了解决模型中交互项与低次项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参照谢宇[40]的研究做法，对低次项进行了对中（centering）处理。在保留低次项的情况下，这种处理不会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
为验证假设1，构建模型1如式（1）所示，若模型1中显著为正，表示政府支持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则H1得到验证。
[bookmark: pindex148]						 （1）
式（1）中：【文中首次出现的参数均应一一交代清楚其表征的含义。下同】代表系数；i代表企业维度；t代表时间维度；n代表第n个系数；代表。
为验证假设2，设置了模型2如式（2）所示，若模型2中显著为正，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越严，企业创新绩效越好，H2得证。
【公式中变量的正斜体形式对照式（1）修改规范修改，即，非单字母组成的变量符号均为正体，单字母构成的变量为斜体，数字均为正体】
[bookmark: pindex151]			   	 （2）
式（2）中，代表。
[bookmark: sys153043]为验证假设3（H3a和H3b），引入内部能力与制度因素的交互项，构建模型3和模型4分别如式（3）（4）所示，若模型3中和显著（非必要条件，下同），且显著为负，则意味着内部能力削弱了政府支持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假设H3a成立；若模型4中和显著，且显著为正，则表示内部能力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假设H3b成立。
[bookmark: pindex154]					 （3）
[bookmark: pindex155]	 			 （4）
式（3）（4）中：代表。
[bookmark: sys158055]为验证假设4（H4a和H4b），通过增加行业前沿距离与内部能力、制度因素的三次交互项，构建模型5和模型6分别如式（5）（6）所示，若模型5中显著，且显著为正，则说明技术前沿距离放大了内部能力、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假设H4a成立；若模型6中显著，且显著为负，则说明技术前沿距离削弱了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假设H4b成立。
[bookmark: pindex159]											 （5）
[bookmark: pindex160]											 （6）
式（5）（6）中：代表。
[bookmark: pindex162]4  估计结果
Tobit回归结果显示（见表3）：政府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企业内部能力部分替代了政府支持对创新绩效的作用，且内部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交叉项的系数大于零并显著各；内部能力与政府支持交叉项的系数显著，而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与政府支持三次交叉项的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内部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交叉项的系数显著，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三次交叉项的系数为小于零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由此，各假设均分别获得支持。
假设1（H1）和假设2（H2）分别设定政府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模型（1）（）和模型（2）（）的估计结果支持假设1（H1）和假设2（H2）。
[bookmark: sys165069]假设3（H3a）和假设4（H3b）假定内部能力削弱了政府支持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但是加强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在模型（3）中，内部能力和政府支持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而内部能力与政府支持交叉项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情况下显著（），这表明企业内部能力部分替代了政府支持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假设3（H3a）成立。模型（4）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内部能力系数都大于零，但前者的统计结果不显著（），内部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交叉项的系数大于零，且显著（）。因此，模型估计结果也基本支持假设4（H3b）。
[bookmark: sys166091]在假设5（H4a）和假设6（H4b）构建的三次交互关系中，技术前沿距离放大了内部能力、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负向关系，不过削弱了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模型（5）中内部能力与政府支持交叉项的系数显著（），而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与政府支持三次交叉项的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表明假设5（H4a）得证。模型（6）的估计结果显示，内部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交叉项的系数显著（），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三次交叉项的系数为小于零，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技术前沿距离削弱了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假设6（H4b）获得了支持。


[bookmark: pindex313][bookmark: PePindex313]表3  变量的Tobit面板回归结果
	变量
	当年获批专利总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政府支持（+）
	0.296***
	
	0.192***
	
	0.159***
	

	
	(0.040)
	
	(0.041)
	
	(0.043)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0.116**
	
	0.055
	
	0.077

	
	
	(0.057)
	
	(0.065)
	
	(0.065)

	内部能力（+）
	
	
	4.549***
	4.754***
	4.660***
	5.041***

	
	
	
	(0.412)
	(0.412)
	(0.413)
	(0.418)

	技术前沿距离（−）
	
	
	
	
	−0.335***
	−0.346***

	
	
	
	
	
	(0.073)
	(0.073)

	内部能力×政府支持（−）
	
	
	−0.092**
	
	−0.090**
	

	
	
	
	(0.044)
	
	(0.044)
	

	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0.031**
	
	0.041***

	
	
	
	
	(0.015)
	
	(0.016)

	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政府支持（+）
	
	
	
	
	0.431*
	

	
	
	
	
	
	(0.227)
	

	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1.150**

	
	
	
	
	
	
	(0.48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012***
	−3.033***
	−2.011***
	−2.039***
	−2.016***
	−2.083***

	
	(0.269)
	(0.262)
	(0.279)
	(0.281)
	(0.279)
	(0.281)

	样本观测量/个
	25 480
	28 224
	18 885
	18 730
	18 863
	18 708

	卡方值（chi2）
	2 564.033
	2 575.552
	1 453.055
	1 432.416
	1 477.169
	1 460.918

	对数似然值（Log likelihood）
	−29 874.857
	−32 661.722
	−25 100.983
	−24 904.384
	−25 075.089
	−24 876.198

	左删截数（left-censored）
	10 099
	11 469
	4 964
	4 902
	4 948
	4 886

	rho
	0.728
	0.726
	0.719
	0.721
	0.717
	0.719


[bookmark: PePindex517]注：括号中为标准误。下同。




[bookmark: pindex726]5  稳健性检验
[bookmark: pindex727]5.1  反向因果问题处理
鉴于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即可能不是因为企业获得政府支持产生了较高的创新绩效，而是企业本身的创新绩效较好、符合政府创新战略与偏好所以才获得了政府支持，可能不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严保护了企业创新行为与活力、从而提升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而是因为企业技术创新整体水平较高，迫使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本研究通过工具变量法应对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借鉴Lewbel[41]的研究，使用了一种基于现有变量生成工具变量的方法构建了政府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工具变量。其中，以（创新绩效-创新绩效行业均值）×（政府支持-政府支持行业均值）作为政府支持的工具变量；将（创新绩效-创新绩效行业均值）×（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行业均值）当作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工具变量。至于内生变量交互项的问题，采用Stata网站Statalist讨论区关于内生交互项的问答汇总中给出的解决办法进行了处理。使用了包含工具变量的Tobit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除了模型5的系数之外，其余模型中所关注的估计系数均统计显著，且与初始的估计结果在方向上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结果验证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此外，Hansen过度识别检测结果显示，这些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与误差项无关；而Dubin-Wu-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估计结果不受政府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潜在内生性影响。
【表4对照表3修改完善。注意仔细修改确保各处正确规范】
[bookmark: PePindex518][bookmark: pindex518]表4  变量的Tobit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变量
	当年获批专利总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政府支持（+）
	2.286***
	
	1.431***
	
	0.320
	

	
	(0.110)
	
	(0.121)
	
	(0.387)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2.539***
	
	0.827***
	
	1.127***

	
	
	(0.186)
	
	(0.195)
	
	(0.196)

	内部能力（+）
	
	
	9.436***
	10.491***
	8.840***
	11.468***

	
	
	
	(0.431)
	(0.392)
	(0.624)
	(0.399)

	技术前沿距离（-）
	
	
	
	
	-0.681***
	-0.897***

	
	
	
	
	
	(0.079)
	(0.076)

	内部能力×政府支持（-）
	
	
	−2.118**
	
	−1.700*
	

	
	
	
	(0.954)
	
	(1.005)
	

	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0.295***
	
	0.258***

	
	
	
	
	(0.038)
	
	(0.038)

	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政府支持（+）
	
	
	
	
	8.362***
	

	
	
	
	
	
	(2.993)
	

	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11.836***

	
	
	
	
	
	
	(2.08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4.424***
	−4.293***
	−3.104***
	−2.912***
	−2.752***
	−3.135***

	
	(0.186)
	(0.180)
	(0.199)
	(0.201)
	(0.236)
	(0.201)

	样本观测量/个
	25 480
	28 224
	18 885
	18 730
	18 708
	18 708

	卡方值（chi2）
	8 097.176
	9 271.564
	4 507.964
	4 747.270
	4 693.893
	4 880.695

	对数似然值（Log likelihood）
	−42 875.380
	−22 475.616
	−31 232.709
	−28 784.888
	−449.508
	23 473.273

	Hansen J检验
	1.425
	1.889
	2.013
	2.971
	3.182
	3.445

	Dubin-Wu-Hausman检验
	346.723
	472.073
	71.7231
	173.294
	74.941
	161.019




[bookmark: pindex729]4.2  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处理
因为无法在Tobit面板回归模型中进行怀特检验，使用自举法估计稳健标准误来避免面板回归分析中常见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结果（见表5）显示模型各系数所对应的标准误均有所变大，但都在统计上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5对照表3修改完善。注意仔细修改确保各处正确规范】
[bookmark: pindex736][bookmark: PePindex736]表5  变量的自举法估计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
	变量
	当年获批专利总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政府支持（+）
	0.296***
	
	0.192***
	
	0.159***
	

	
	(0.048)
	
	(0.046)
	
	(0.049)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0.116**
	
	0.055
	
	0.077

	
	
	(0.046)
	
	(0.072)
	
	(0.085)

	内部能力（+）
	
	
	4.549***
	4.754***
	4.660***
	5.041***

	
	
	
	(0.442)
	(0.444)
	(0.457)
	(0.400)

	技术前沿距离（-）
	
	
	
	
	-0.335***
	-0.346***

	
	
	
	
	
	(0.073)
	(0.082)

	内部能力×政府支持（-）
	
	
	−0.092*
	
	−0.090*
	

	
	
	
	(0.054)
	
	(0.049)
	

	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0.031*
	
	0.041**

	
	
	
	
	(0.017)
	
	(0.018)

	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政府支持（+）
	
	
	
	
	0.431**
	

	
	
	
	
	
	(0.217)
	

	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1.150*

	
	
	
	
	
	
	(0.66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3.012***
	−3.033***
	−2.011***
	−2.039***
	−2.016***
	−2.083***

	
	(0.294)
	(0.218)
	(0.235)
	(0.264)
	(0.327)
	(0.254)

	样本观测量/个
	25 480
	28 224
	18 885
	18 730
	18 863
	18 708

	卡方值（chi2）
	19 230.845
	8 726.783
	9 858.146
	8 206.767
	13 082.327
	6 486.201

	rho
	0.728
	0.726
	0.719
	0.721
	0.717
	0.719


注：Bootstrap法的reps=50。
[bookmark: PePindex927]


[bookmark: pindex731]4.3  共线性和异质性问题处理
如上所述，已经采纳了多种方式来提升分析的稳健性。比如，为了避免模型交互项与低次项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对低次项进行了对中处理；为了减轻面板分析中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影响，选择了面板随机效应模型等等。
[bookmark: pindex733]4.4  更换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因为专利审查制度对专利数有影响，因此使用新的因变量——企业当年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绩效的替代指标对基准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见表6）除了模型5中内部能力与政府支持交叉项的系数不显著之外，其余的模型估计结果均显著，且与原来的估计结果在方向上也是一致的。

【表6对照表3修改完善。注意仔细修改确保各处正确规范】
[bookmark: pindex928][bookmark: PePindex928]表6  变量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当年申请专利总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政府支持（+）
	0.207***
	
	0.084*
	
	0.041
	

	
	(0.044)
	
	(0.045)
	
	(0.047)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0.121*
	
	0.049
	
	0.074

	
	
	(0.062)
	
	(0.071)
	
	(0.071)

	内部能力（+）
	
	
	6.560***
	6.695***
	6.742***
	7.028***

	
	
	
	(0.447)
	(0.447)
	(0.448)
	(0.453)

	技术前沿距离（-）
	
	
	
	
	−0.578***
	−0.579***

	
	
	
	
	
	(0.080)
	(0.080)

	内部能力×政府支持（-）
	
	
	−0.120**
	
	−0.118**
	

	
	
	
	(0.049)
	
	(0.049)
	

	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0.029*
	
	0.037**

	
	
	
	
	(0.017)
	
	(0.017)

	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政府支持（+）
	
	
	
	
	0.555**
	

	
	
	
	
	
	(0.247)
	

	技术前沿距离×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
	
	
	
	
	
	−1.036*

	
	
	
	
	
	
	(0.5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行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526***
	−2.575***
	−1.418***
	−1.485***
	−1.436***
	−1.543***

	
	(0.287)
	(0.278)
	(0.299)
	(0.301)
	(0.298)
	(0.300)

	样本观测量/个
	25 480
	28 224
	18 885
	18 730
	18 863
	18 708

	卡方值（chi2）
	2 370.488
	2 538.931
	1 508.325
	1 505.863
	1 566.371
	1 562.501

	rho
	0.721
	0.717
	0.703
	0.705
	0.701
	0.704






[bookmark: pindex1121]6  结论与讨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其中企业内部能力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但削弱了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技术前沿距离放大了内部能力、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且降低了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认为先弱渐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体系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政府支持作为一种非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代表法律制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欠缺，也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在当前发展阶段，快速提升的内部能力是中国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未来中国在逐渐逼近世界技术前沿时，只有继续提升企业内部能力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并转换和明确政府支持在企业创新中的角色和地位，才更有利于形成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全球竞争优势。
[bookmark: pindex1122]6.2  政策含义
基于以上结论可知，随着企业内部能力的动态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为明显，但政府支持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会逐渐降低；另外，由于逐渐逼近世界技术前沿，企业内部能力与政府支持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面影响变得更大，而企业内部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受到了抑制。因此，中国企业迫切需要对当前技术发展的新形势保持清醒认识。
[bookmark: pindex1124]6.2.1  进一步转换和明确政府在企业技术创新中的角色和地位
技术发明具有知识外溢的准公共品特性，这容易导致创新主体陷入两难困境，所以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政府参与，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全方位、全过程地深度介入所有种类的技术创新过程。鉴于内部能力与政府支持均可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当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企业内部能力可以在识别外部信息，获取、整合和转化外部资源等方面替代政府支持的作用。对于企业来说，内部能力显然比政府支持更为可控、可靠，而且基于未来发展的角度，代表经济体最高技术水平的企业迟早需要走向国际市场，此时，内部能力驱动机制下的企业创新显然更加具有国际正当性。这要求在提升企业内部能力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政府改革，让政府由“经济干预者”向“秩序维护者”转换。政府的角色转换之后，其重心将不在于直接支持企业创新，而可以通过为企业提供一个约束更少、鼓励创新的外部法律及市场环境，给企业创新提供间接支持和保障；同时，政府也不能直接干预企业创新，建议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双重执法体制做一些改变，即由行政途径和司法途径并存改为司法途径单轨运行；另外，政府也可以通过直接投资耗资巨大、时间跨度大的基础性技术研发项目，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公共知识库。事实上，中国近20年的研发投入约80%均投向了试验开发领域，仅有5%投向基础研究，远低于美国（17%）、日本（12%）、法国（24%）和韩国（15%）等国家的水平[42]【补标引著录以上数据的权威原始来源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以增加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根据中国科技部发布的《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2021—2030）》，中国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将基础研究研发费用占总研发投入的比例提高到8%，但仍然与头部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bookmark: pindex1127]6.2.2  加快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及符合国家利益的知识产权制度及执法体系
[bookmark: sys112812649]回顾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史，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共同的特点：首先，知识产权制度及具体执行均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其次，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存在巨大差异[19]。基于此，应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及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知识产权制度及执法体系。在较长的一段时期，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强度同西方先进国家差距不大，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还相对薄弱，但在加入世贸组织15年保护期截止的2015年之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有了较大变化。2014年12月10日，由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等五部委签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重要文件《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正式公布，之后几年中国政府又连续出台和实施了多个相关重要规定。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这是由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第一份知识产权重要文件。2015年之后的这一系列重要事件标志着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及执法体系的重大变革。根据本研究中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指标计算的数据来源，中国各省份不管是知识产权案件受理数还是结案数，在2015年前后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跳跃。以北京市为例，2010－2014年北京市知识产权案件年均受理数和结案数分别为60件和46件，而2015－2019年两个指标值突变为235和238件。可以预计，随着中国技术进步模式由模仿到自主创新的成功变轨，并建成创新型国家，未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必然由原来的弱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向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转变。这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也是世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发展的基本规律。
[bookmark: pindex1129]6.2.3  企业技术创新模式要由追求数量向提升质量转变
中国的全球专利申请数和国际专利申请数都已经是世界第一位，但这只是专利数量上的排名，已有一些研究质疑了这种排名的意义，认为中国专利的数量扩张损害了专利的质量，并将中国专利数量激增的原因部分归因于政府政策的激励和企业非创新性的相关动机，即一些专利申请与技术研发是脱节的，企业申请专利是为了获取政府政策支持[43]，而不是基于“研发－专利－商业化”的熊彼特式技术创新循环。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接近世界技术前沿，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将逐步降低并收敛至先进国家的平均水平[20]。按照以上分析，此时中国政府的角色将由“经济干预者”向“秩序维护者”转换，其重心将由直接支持企业创新向为企业提供一个稳定、可预期的外部法律环境和支持基础性技术研发项目，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公共知识库转变。所以，距离世界技术前沿越近，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模式要有由原先的政府支持驱动的追求专利数量向内部能力驱动的提升创新质量转变，并随着中国技术进步速度收敛到稳态增长率之后，能够在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技术竞争中保持某方面的优势。这符合中国企业自身的利益，也符合中国国家技术进步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bookmark: pindex1132]6.3  不足之处及进一步拓展方向
首先，本研究使用当地已结案的知识产权案件数与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数的比率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指标，这种做法得到的是企业所在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强度，实际上暗含了同一地区企业的创新绩效受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的影响不存在差异的假设，因此，构建企业维度的知识产权维权能力指标有助于对知识产权制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作出更为精确的衡量，这将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其次，由于中国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44]【补标引著录此论断依据来源的权威原始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以增加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所以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国来准确计算中国企业的世界前沿距离。直接选取美国作为目标国实际上是简化了分析，这样做的后果可能导致中国企业的技术前沿距离指标值偏低，从而使得对技术前沿距离负面影响效应的估计偏向乐观。因此，在世界范围内直接对标选取全球最先进的行业来计算企业技术前沿距离指标值，可能是未来可以拓展的一个研究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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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鉴于


传统的创新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环境差异巨大的中国企业


技术


创新过程


，


为


更为全面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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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2007


－


2019


年国泰安


数据库的


中国企业


相关


数据


，运用


Tobit


面板模型，


分析


制度因素对企业


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内部能力与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交互效应，以及技术前沿距离与内部


能力、制度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三重交互效应


。


结果显示


：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对企业创新绩效有


促进作用；政府支持弥补了转型过程中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制度基础设施不足的不利影响，也有利于


企业创新；企业内部能力提升了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关系，但削弱了政府支持


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技术前沿距离放大了内部能力、政府支持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负向


关系，且降低了内部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执法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


因此，


新发展时期


的中国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和提升企业内部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将政府角色


由原来的经济干预


者向秩序维护者


转换，以适应中国技术进步


新阶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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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iven that traditional innovation theories are powerless to expla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of Chinese firms in widely varying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ly and meticulously examin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Chinese enterprise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strategy tripod perspective theory of enterprises (resource view, 


institutional view, and industry view), use data


 


such as CSMAR and others from 2007 to 


2019, and using the Tobit panel model,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internal cap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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